




































































































































































































































































































































































































































































































































































“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Present Day Fiction &
Drama InChina）。第二部分是赵燕声写的“作者小
传”（ShortBiographies OfAuthors）。第三部分是善
秉仁写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这本
书印刷的时间是1948年，大体上可以看成中国现代
文学结束期的一个总结，作为一本工具性的书，因
为是总结当代小说和戏剧以及相关的作家问题，它
提供的材料准确性较好。特别是善秉仁编著的“中
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主要是一个书目提
要，虽然有作者的评价，如认为适合成年人、不适合
任何人或者干脆认为是坏书等，但这些评价现在看
来并不是没有价值，我们可以从他的评价中发现原
书的意义，就是完全否定性的评价，对文学研究来
说也不是毫无意义。当时张爱玲出版了三本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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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传奇》《流言》和《红玫瑰》（原名如此），提要中
都列出了。认为《流言》适于所有的人阅读，而对
《红玫瑰》是否定的，建议不要推荐给任何人。对
《传奇》则认为虽然爱情故事比较危险和灰色，不合
适推荐给任何人阅读，但同时认为，小说叙述非常
自由和具有现代风格，优美的叙述引人入胜且非常
有趣。另外，本书对《围城》的评价也不高。本书的
编纂有非常明确的宗教背景，前言开始就说明是向
外国公众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但同时也有保护青
年、反对危险和有害的阅读。作为中国早期一本比
较完善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是
相当高的，除了它丰富和准确的资料性外，苏雪林
的论文也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它基本梳理清了中
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发展脉络，而且评价比较客
观。她对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有正面的评价，对老舍、巴金的文学地位也有较高
评价。对新兴的都市文学作家群、乡土作家群、北
方作家群等等，都有专章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有地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基本都注意到了。本书
叙述中国当代小说，苏雪林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鲁
迅，她说无论什么时候提到中国当代小说，我们都
必须承认鲁迅的先锋地位。
阅读目录是一件比较枯燥的事，但总目一类书
的好处是能给人一个整体印象，能让人在短时间内
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完整概念，另外总目的好处是没
有偏见，凡从事过某一门类的工作，都有平等的记
录，从目录的多少上，有时候还可以看出一个作家
的文学史地位是如何确实的。比如有的作家书并
不多，但名声很大，有的作家书很多，但地位并不
高，这其中总会有一些原因。
大型书目的好处是相对完整，但缺点是不能达
到十分准确，就是像《四库提要》这样的书，历代都有
不断补正的书出来。书目越大的书，越难做到依据
实物来编撰，通常由多人依据图书馆的卡片来编写，
诸位知道，如果卡片不能与原物对照，很难保证不出
错。所以凡依据实物编撰的书目价值就高，依据图
书馆卡片和间接史料编写的书目出错的情况很常
见。但越是大型的书目，完全依据实物编写的可能
性也就越低，这是我们使用书目时要注意的，不是不
相信这些书目，而是要多一点谨慎。一般说来，凡收
藏家依据自己收藏所编写的书目类出版物，可靠性
较高。
目录是工具书，工具书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只是
用来查考具体目标的，这当然是它的基本功能，但
我们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不能只满足于
把书目一类的书当成纯粹工具书来读，也要认为它
是平常的阅读物，从中不但可以获得知识和研究线
索，有时候还可以获得学术灵感。比如有些特别陌
生的作家作品，如果不看书目，一般很难有感性认
识，所以要养成常读目录的习惯。
3、旧书业与史料收集：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除了使用图书馆的
材料外，最好能养成逛旧书店的习惯。现在的旧书
店，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的店铺，一是网上书店。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比较好的旧书店，一般说来中
国好的旧书店，还是集中在文化发达的地区，如北
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小地方，因
为特殊的原因，旧书业也有相对规模，比如太原、石
家庄等不太知名的城市。
传统旧书业的兴盛，是中国文化传播和中国学
术繁荣的一个标志，中国老辈学者的学术研究，多
有收藏和研究结合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学
术，与收藏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最有名的例子是罗
振玉与甲骨文的研究，还有胡厚宣编辑《甲骨文合
集》，旧书业的繁荣都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中国现在的旧书业，虽然和以往不可同日而
语，但有旧书业的存在，总还是学术研究，特别是学
术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现在的旧书业，和以往一
个最大的不同是旧书业类似于古董铺了，凡有价值
的史料，一般财力的人很难得到。但我们也要懂
得，史料不一定是越有经济价值就越具文献价值，
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研究者的眼力。
先有研究者的眼力，引起学者对相关史料的重视，
随着相关史料学术地位的提升，当与此史料相关的
研究成为显学时，这些史料的经济价值也就越高。
中国现代文学涉及的史料，当然不可与中国传
统学问涉及的史料相比，但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以
现代印刷为基本特征的，所以报刊和作品流传的主
要方式，现在还是在旧书业中进行。旧书业不同于
图书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的史料，可能都不成
系统，但同时又是实物，容易激发研究者的学术灵
感。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在学术研究中，实物性
的史料（直接史料），比文字性的史料（间接史料），
更容易让研究者产生学术灵感。也就是说，依实物
谢 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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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史料做研究多有创新，而依文字性史料做研究，
易于雷同。我们看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收集的
史料，时间越久，越显示出它的价值。逛旧书店，是
中国文人和中国学术活动中的一个主要方式。中
国现代学术的衰落，如果换个角度观察，与中国旧
书业的衰落有关系，因为没有繁荣的旧书业，学者
的眼界会非常有局限。
要求每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养成从旧书
店中收集史料的习惯是不现实的，但懂得旧书业和
学术研究的关系却是必要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料的收集方面，阿英、唐弢、孔另境、姜德明、陈子
善、龚明德、谢其章等人多有贡献。
传统旧书业受地域限制，在使用方面有较高的
成本，因为我们不可能专门去某一地逛旧书店，再
说收集史料是一个慢慢功夫，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不可能成为固定的研究方式。但现代社会，当网络
出现后，网上旧书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弥补了传
统旧书业的不足。一是网上旧书业不受时空的限
制，二是有比较发达的捡索系统。三是数量远非传
统旧书业可比。所以懂得在学术研究开始时，去网
上旧书店收集史料和掌握研究信息，也是现代学者
的一个基本素养。网上的旧书店自有它的好处，但
也有它的缺点，一是我们看不到原物，只能依据图
片及相关文字说明，来判断史料的价值，这增加了
判断史料的难度；二是没有现场感和随意性，发现
史料的趣味较低；三是网上交易是一个间接交易，
比传统旧书业的交易风险可能要大一些。传统旧
书业和网络旧书业各有优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和习惯，在不同的时期做出自己不同的选择。
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观
1、史料的开放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一方面有自己的史料边
界，也就是说，它的史料范围，不能无限延展，不然
就失去学科特征。但同时，我们也要树立一个开放
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观。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活动
发生的时期，是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有相当的复
杂性，特别是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有相当程度的交
叉，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不可能单
独存在于文学活动范围内。比如“新月文人群体”
中的重要成员，多数曾为中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同
时也有许多人参预过当时政府的活动，比如胡适、
陈西滢、叶公超等人曾做过政府官员，这些特点，决
定了“新月文人群体”的活动相当开阔，我们在研究
中寻找史料的视野，必然也要放宽，除了单纯的文
学活动外，政治活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既然是
政治活动，在相关的政府档案中，必然会留存有关
于他们活动的记录，这些记录可能是超出文学范围
的，但对我们了解“新月文人群体”的活动，会有很
大帮助，特别是政治活动与他们文学活动的关系
中，可能保留重要的历史信息。再比如“左联文人
群体”。“左联”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团体，只不过它
是在合法的法律形式下，以文化活动为公开身份。
“左联”成员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凡有组织的
社会成员，他们的档案就有可能保存下来，特别是
后来“左联”成员的组织档案，比如茅盾、周扬、郭沫
若、丁玲等等，除了文学活动外，他们参预过很深的
政治活动，所以我们寻找关于他们的史料，眼光就
不能光在文学范围内。就是鲁迅这样的人物，因为
他在30年代后与左联发生过重要关系，特别是他去
世后，在中国共产党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历史地
位，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文件和决议以及中国
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有许多对他的评价。这些
史料不一定存在于有关文学活动的范围内，中国现
代文学史料有边界，但又具开放性，在史料的获得
方面，不能局限于文学活动。
另外中国现代作家及相关的文学活动中有一
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有相当的丰富性，
不要说胡适、鲁迅、茅盾这样的重要作家，就是一般
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也不是简单只有文学一项主
要要活动。因为作家本身的经历和专业比较丰富，
也就决定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开放性，比如
鲁迅研究中，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有些成果吸收进
来，对于理解鲁迅就有帮助，同样道理，对于《离骚》
《诗经》研究的了解，在理解闻一多的学术和文学创
作活动中，就会有启发。注意佛教史研究，在理解
许地山文学创作时就会别开生面；对中国地质学史
的熟悉，在深刻理解张资平文学创作方面，也可能
会别有新解；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如果理解了他
对中国古物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兴
趣，对于了解他作品中的特色，尤其是他的叙述和
描写人物外貌方面的特质，就会多一种视角。我们
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开放性，就是要意识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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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不是只有单纯的文学活动可
以涵盖的。
2、域外史料的搜集：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
学术研究有一个总结，大致有三个方面。“其学术
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
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
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
《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
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
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
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
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
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
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19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
在历史研究中，陈寅恪总结的王国维的治学方
法是非常有名的，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二重证据
法”。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面对的历史和材料
当然与古史有极大不同，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中国
现代文学史料的来源，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思路还是
很能给人启发。中国现代作家和他们的文学活动
（尤其是主要作家）多数涉及域外活动，这些活动包
括：1、留学背景；2、与外国作家的交往。3、在文学
观念上受外国作家及文学思潮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孤立发生的文学，它是世界
思想文化潮流的一部分。这个特质决定了中国现
代文学史料中肯定存在外国史料这一项内容。比
如徐志摩的学位论文就是用英文完成的，还有凌叔
华等作家，当年与英国著名的文人集团“布里姆斯
勃里”有相当程度的交往，比如弗吉妮妞·伍尔芙
的外甥朱利安·贝尔后来的书信中，确实有较多涉
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活动
的主要成员，以具有留学背景的为多，他们早年在
外国的活动，应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一个重
要来源，无论是留美、留日还是欧陆以及其它国家，
史料的寻找不能偏废这些地方。还有关于鲁迅在
日本的留学情况，也有可能从域外的史料中获得。
比如，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在弘文学院读过书，关
于这方面的史料，我曾见过几种。有一套《弘文学
院师范教科书》，把当时弘文学院所开课程全部翻
译成中文，这套书是1906年在日本出版的。其中有
一门讲地质的课，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与这门课
的内容基本相同，其它关于政治经济历史的课程，
也对鲁迅发生过影响。
3、“政治运动”中的史料：
中国各个时期政治运动中出现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料问题，也应当注意。1949年后，各类政治运
动从没有间断过，事实上的政治运动结束时期，大
概是在1989年，以后才不再出现类似以往那样的政
治运动。所以我们所谓的“政治运动”，大体是指
1949到1989这四十年时间内的情况。各个不同时
期出现的政治运动，各有其特点，对这些政治运动，
因为我们是讲史料来源及判断和收集，所以对政治
运动一般不评价，只说它的特点和出现的史料情况。
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基本保留了一个传统，
就是运动中凡被批判的对象，都有较为完整的“批
判言论集”、“罪行录”一类史料保留下来，这些史料
在当时都是“供内部批判”的，但当那些政治运动成
为历史后，这些史料有可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处境，
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史料来源。我在这里想指出，当
时整理和印刷这些材料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考
虑，所以对收集的材料通常不可避免地带有“欲加
之罪，何患无词”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些史料一般
不可能作为正面的材料使用。但这不等于这些“捏
造”的材料没有史料价值。至少这些史料为后来的
研究者提供了史料线索，或者提供了一般情况下难
以为人所知的属于私生活领域中的一些背景，这些
材料对于开阔研究者的思路和让研究者意识到更
复杂的社会生活，这使得这些本来供“批判使用”的
材料，在政治运动成为历史后，获得了另外的价值。
这些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收罗材料的专业性，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留历史的作用，虽然这不是编
纂者的本来目的，但当一种材料客观上了承担了保
留材料的作用时，它自然也就获得了史料地位。这
些史料一般包括相关政策文件和批判材料两部分，
以内部发行为主，但也有一些公开出版的材料。这
些材料本身与事实的关系现在看来并不重要，因为
历史早已把事实还原到了真实的程度，现在我们使
用这些材料，所要观察的是胡风集团所有成员及与
他们文学活动的基本线索，那些批判者所提出的问
题和所下的结论，历史早已作出了回答，但他们使
用材料的角度和材料线索，在胡风研究中，有可能
为研究扩展思考角度。除了这些内部或者公开出
谢 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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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材料外，还要注意当时的一些内部文件。比
如：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
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
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
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
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
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
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
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
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
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
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
为数较多约有七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
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
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
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
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如中文系
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
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
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1952
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
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
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
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
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
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马列主义，否认党对科学的
领导。”
在这份报告中，曾提到当时北京大学还有一部
分反动教授，特别提到了钱锺书。报告说：“反动
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
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
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
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
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
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他在
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
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
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
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
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
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
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
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
了‘等等反动言论。”（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
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
二辑）52页）
再比如反右运动。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和知
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团体中（如大学、各文化团体），
因为反右运动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较低，高层
历史档案由于涉及政治斗争，普通研究者基本没有
接触机会。一般文化团体中，关于右派的档案，也
很难查阅，因为这些普通人物的档案较多涉及个人
隐私和具体个人恩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直接接
触原始档案的机会很少。所以近年来，完全依靠原
始档案进行的学术研究，还很少见到，而且越是有
价值的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原始档案，接触的可能性
就越低。在这种原始档案基本封闭状态下，要想深
入研究反右运动，一个较为便利的史料来源是尽可
能收集当时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文字材料，比较常见
的就是各种“右派言论集”。
反右运动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基本工业水
平还不高，所以此类“右派言论集”，通常包括手写、
油印、铅印三种类型。作为反右运动的基本史料，
在原始档案不容易接触的情况下，此类文献形式大
体可以判定为是反右运动史料中的“原料”。
在反右运动中，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
种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原始“大字报”保留下来的
可能不是很大，只有通过笔记或者印刷方式才得以
保留。因为从“鸣放”到“反右”的时间很短，而且当
时是中共号召并提倡的表达方式，所以就文献形式
而言，反右运动的文献相对其它中国政治运动中的
文献算是较为丰富的。大约有这样几种类型：A、
从组织形式上说，当时各级机关都建立了整风领导
小组，基本是一个工作机关，它属下的各机关团体
的“鸣放”和“反右”情况，通常都会以文件形式上报
相应机构，而作为领导机关，这样的机构通过创办
“整风简讯、整风快报、学习材料”等内部形式的报
刊来指导工作。这种类型的文献，从理论上说，在
相关机构中应当有完整的保留，但从目前关于反右
运动研究者所接触的史料判断，这种文献的使用还
有较大难度。B、从“鸣放”到“反右”期间，国家机关
和各文化团体的机关报刊，通常较为集中出过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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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专号、专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专业性
较强的团体中，也印刷过相当数量的此类文献，比
如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当时出版物，也保留
了许多史料。C、学生杂志和校刊的出现，也是反右
时较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来源。特别是当时全国较
为有名的高等院校中，许多系一级单位都办有临时
性的报纸和杂志。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红楼》
特刊，哲学系的《思想战线》《浪淘沙》《论坛》，历史
系的《整风快报》等。D、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
内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和新华社的
《内部参考》，这些期刊因为稳定连续出版，从保存
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新华社的
《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
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
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
的材料。《内部参考》中经常有读者给《人民日报》
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为情况动态向高层汇报。E、
反右运动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印刷过大量各种形式
的“右派言论集”，供批判使用，在此类文献中，除了
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选辑》一类较为成形的文献外，大量零散的各类“右
派言论集”时有出现，但目前还没有一部此类文献
的完整目录及索引，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也没有完整收集此类文献。以上提到的各类文献
中，内部印刷品较为稀见，特别是如《宣传动态》《内
部参考》一类当时就有发行限制的内部材料，对研
究者来说更为宝贵。
1949年后，在各级机关中，多数都习惯通过文
件和内部设定发行级别的报刊来进行信息传达和
管理，这种基本行政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中国历次
政治运动中，都出现大量供内部参考或者批判使用
的文献，这些文献基本保存了当时政治运动的大体
运作模式，作为历史研究的文献形式它们所具有的
价值是很高的，但研究者在使用此类史料时，应当
对此类史料有一些基本判断和辨别能力。
大量“右派言论集”的形成，主要是当时处于强
势一面的力量编辑完成的，它所收集的所谓“右派
言论”的真实性都会有一些问题，断章取义、张冠李
戴，道听途说，无限上纲是基本特点。另外“右派言
论集”的编纂方式除了“右派言论”外，通常还会有
一些批判文章和“右派”过去的历史。因为“右派言
论集”的编纂不会征求“右派”的同意，所以作为史
料使用时，对于书中涉及的事实，需要细加辨别和
与真实的历史事实相印证。“右派言论集”作为文
献的最高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线索和部分矛
盾的真实来源，虽然很多时候那些揭发和批判中提
到的事实与真实的事实有相当距离，但这些文章中
所涉及的事件及对人物个性甚至人格，特别是个人
私生活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历史真实和判断历史
关系还是有帮助。另外此类文献中，对于所涉人物
的基本经历特别是当时作为反面材料涉及的历史
问题，多数对完整了解历史事实，具有启发作用。
就出版形式而言，1957年前后出版的此类文献分为
内部印刷和公开出版两种，公开出版的多数是知名
右派和重大事件的材料，通常较为容易见到，一般
图书馆也多有收藏。比较少见和一般图书馆难以
完整收藏的是大量无名右派的“言论集”，就史料稀
缺性判断，越是无名右派的材料，越有收藏和保存
价值，因为就中国右派的总人数而言，知名右派毕
竟是少数。
七、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基本方向
1、全集的版本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在凡重要的作家都出版
了全集。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使用全集是研
究工作的基本前提。如果研究对象已出版了全集，
它应当成为研究的基本史料对象。从全集中扩展
史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
全集的编纂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家力量编纂
的全集，最著名的是《鲁迅全集》的编纂；二是学术
单位，包括家属及学者个人负责完成的作家全集。
现在看来，第一种情况多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所以比较普遍的还是后一种情况。
从学术质量观察，现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全集当
中，《鲁迅全集》还是最有质量的。主要表现在收文
比较完整，体例比较成熟（主要表现在相关索引的
编纂方面），校勘比较仔细等到方面。因为《鲁迅全
集》是动员国家力量完成的，现在很少有其它作家
能在编纂的人力和财力方面与此相比。但国家编
纂也有它明显的缺点，就是意识形态的制约，这方
面，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是初期《鲁迅全集》中的注
释，意识形态的色彩特别强烈，虽然后来不断修正，
但总体观察，它的局限性是很突出的。学术单位和
谢 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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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个人编纂的作家全集，好处是不受明显意识形
态制约，但缺点是在编纂的技术和体例方面，多有
缺陷，特别是不能有体例完备的相关索引。比如
《胡适全集》的索引体例和校勘水平，是完全不能和
《鲁迅全集》相比的。它甚至没有把胡适的所有文
章都收进来，还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个较为合理的全集编纂原则是：一般说来，
凡编纂全集的作家，通常是已故的作家。全集的编
纂目的，一是保存作家的创作成果，一是方便研究
者使用这些成果，所以完备是基本前提，全集要努
力做到尽可能全，除非特殊情况，不能因意识形态
的原因，把已知的文献放在全集的外面。全集是历
史文献，历史文献不应当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有时
候，编纂全集的研究者，因为作家在以往历史中发
表的著作与当下的意识形态不合，就不予收集，而
以存目的形式保存。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虽然可以
理解，但这是不合编纂全集原则的。全集是历史文
献的观念是编纂全集的基本原则，不能违背。全集
是作家所有作品的总汇，全集的来源涉及几个方
面：1、作家的未刊手稿、往来书信、日记等；2、已出
版的著作各类单行本；3、著作初期发表时的报刊。
在这三个方面，未刊手稿及书信日记一类比较
简单，全部收入是基本原则。著作单行本与初期发
表报刊的关系就较为复杂。再加之著作有一个以
上的版本，情况就更复杂了。一般说来，初期发表
的报刊与初版本之间的变化，多数由著作者本人负
责，报刊的发表情况虽然对研究者有参考作用，但
一般应当以作者认可的初版本为收入全集的基本
原则，版本的变化情况，在注释和相关的校勘记中
说明即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也有版本的问题，但相对
说来，比中国的古籍要简单。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
载体是现代印刷，现代印刷的特点一是存量相对较
大，二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时中国已有了现代意义
上的图书馆事业，所以除了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版本问题的专家外，一般研究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
史中的版本问题，具备一般常识即可，除非版本存
在情况有明显特殊变革历史，比如老舍《骆驼祥子》
1954年后出版的删节本以及曹禺剧本在1949年后
的修改情况。凡1949年后，删除和修改过的中国现
代文学作品，都应当以此前的初版本为准，即使作
家本人认可，也不能为准。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从
作家全集扩展史料是一个方便的办法，因为全集涉
及作家创作的完整情况，以初期发表作品的原始报
刊及著作初版本为基本线索扩展史料，有利于了解
作家创作的真实情况。不过如果要专门研究一个
有全集的作家，光使用全集是不够的，要尽可能寻
找发表作品的原始报刊和著作的初版本，因为凡重
新编纂的历史文献，总难免有出错的时候。
2、作家传记的使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凡重要的作家，通常都有
不止一本以上的完整传记，包括作家本人叙述自己
经历的回忆录及同类文字。作家传记使用的原则
是：
A、自传优先，他传靠后。自传虽然也常有不
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应
当动摇，因为作家自传是我们了解作家生平及创作
的原始起点，有给予特别重视。族谱、碑传一类史
料的源头一般也离不开作家的自传。不是说自传
完全可靠，而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对作家
自传的基本使用原则是：1949年前的自传材料优
先，此后的自传材料为后，因为此前较少意识形态
的制约，此后的政治运动有说假话的习惯。用梁启
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同时人做的传
记优先，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B、第一本传记优先，此后的传记靠后。为什么
要强调第一本传记的史料地位呢？因为除了前面
提到的史料首发权问题外，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
史料来源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
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传记中，第一本传记都很
短，越写越长是此类传记发展的基本特点，有史料
扩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简单史料放大的原因。在使
用作家传记的时候，要把握一个原则，关注第一本
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对
比，大体可以了解史料扩展的脉络。当然这不是说
最先和最后中间的所有传记都没有价值，而是从史
料来源的角度判断作家传记的完成过程，一般说
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
C、作家评传的问题。偏重叙述生平经历的，叫
传记；偏重研究的叫评传，但两者的界线有时候并
不明显。一般说来，先有传记，后有评传，传记是评
传的基础，评传是传记的研究扩展。传记重叙述，
评传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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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传记是研究者获得史料的初始基础，也就
是说，我们从传记中获得的主要是史料线索，还不
是史料，从传记线索中往出扩展史料是我们使用传
记的目的，而传记本身并不能成为我们史料的基本
来源，就是作家的自传也不能成为史料来源的依
靠，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作家传记属于“有
意”的史料，或者说是次料，是第二手材料，此点要
有清晰认识。
D、如果同样的作家传记，有西方人完成的，一
般要给予特别注意。因为西文方人的观察角度相
对独特。文学性的传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
一般不能使用，凡没有明确说明史料来源的传记，
一般都是文学传记。
3、作家年谱的使用：
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常见形式。梁启
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有专讲年谱历史
和年谱编纂方法的章节。据梁启超讲，年谱这种著
述方式在中国出现的很迟。最早的年谱是宋元丰
七年吕大防做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南宋以
后做年谱的很多，到了明清两朝，年谱就很谱及了，
在史学界占有重要位置。年谱的出现，是希望把谱
主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成为了解谱主一
生事业的一个便捷形式。年谱在中国史学中的发
展，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全面的
过程。梁启超把年谱的种类分为四种：A、自传的
或他传的。谱主自己写或者他人帮助完成的。《康
有为自订年谱》。B、创作的或改作的。同时人作的
年谱是创作，异时人做的年谱，如果从前没有人做
过，也是创作。在旧有年谱基础上改做一部，就是
改旧的年谱。C、附见的或独立的。附在谱主文集
后面的年谱是附见的，单独成立一部书稿就是独立
的。D、平叙的或考订的。谱主生平较为单纯确切，
只把谱主生平简单叙述出来的年谱叫平叙的年谱，
谱主生平事功复杂且有较大争议，需要辨析考证的
是考订式年谱。
年谱的体例虽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格式，但
大体由四方面内容构成：A、谱前。把谱主出生前
与谱一生事业相关的家族世系和时代大事简单叙
述清楚。B、谱主的主要事业。C、谱主与各种人物
的交往。D、对谱主事迹真实性的辨析和考订及判
断。E、谱后。谱主去世后社会发生的与谱主一生
功业相关的的大事。年谱的作法主要有两种：A、
简单平叙体。按谱主事功一年一年叙述下去。B、
严格的纲目体。也就是每叙述谱主的一件事功时，
先标明题目，在题目下再叙述详细内容。
做年谱的好处：梁启超概括为几点，可以训练
了解一个人事迹的完整性，特别是搜集相关史料的
系统性。让人学会简洁叙述历史的方法，同时能辨
析一些历史事实。最终养成史料先行的习惯。年
谱和传记不同，年谱重史学训练，传记则是史学和
文章做法的结合。年谱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连
串，年谱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连串。只要简洁通
顺即可。年谱是训练学术的基础。一般来说，复杂
的叫年谱，简单的叫年表，年谱由年表而来。突出
叙述人物事迹的叫年谱，突出叙述某一单纯主题的
叫年表。如“鲁迅著述年表”等。传记是越早越好，
但年谱是越后越完善。梁启超关于年谱的一些论
述，主要对象是针对古代历史人物年谱编纂而言
的，虽然在具体方法上与后来的年谱编纂技术不完
全相同，但基本的规则变化不大。
自订年谱，一般来说可以算是第一手材料，它
是自传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在自传和日记之间，性
质接近于回忆录。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资料概
述》中认为“我们阅读年谱，比读传记收获为多，它
可补充传记的不足。自订年谱是当事人按年月追
叙他平生的遭遇、家庭生活、师友往来、政治社会环
境和学术思想。”（《中国近代史料概述》第221页，中
华书局，1982年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
自订年谱还不常见，常见的是他人编纂的年谱，这
当然就是第二手材料了。但因为年谱的形式不要
求编纂者随意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历代还是受到
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对研究作家生平、对写传记、评
传一类的著作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较早出版的作家年谱不是很多，如许寿裳编《鲁
迅先生年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陈从周
编《徐志摩年谱》（1949年自印本，后收入民国丛书）
季镇淮编《朱自清年谱》开明书店，1957年）等。
年谱长编是年谱中的特殊形式，主要指把谱主
相关的史料尽可能收罗齐全的一种年谱形式。比
如：胡颂平编《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
出版公司，1984年）。丁文江.赵丰田著《梁启超年
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4、作家日记的使用：
日记是一种记录私人生活的文本，它的特点一
谢 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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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私密性，一是连续性。在保存文献方面，日记有
它特定的价值。因为日记一般不是为研究专录，所
以它的文献价值通常具有第一手材料性质。一般
来说，日记的公开是在日记主人故世以后，所以它
的价值是以完整和连续为基本特征的。
日记主人生前出版的日记价值，低于死后出版
的日记价值。整理排印的日记价值，低于原版影印
的日记。如果同时有两种版本的日记，互读为原
则。比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
司）《鲁迅日记》（手稿本，上海出版公司）《周作人日
记》（手稿本，大象出版社）《钱玄同日记》手稿本，福
建教育出版社）等。有删节的日记价值，低于未删
节的。片断的日记价值，低于完整的日记。文学性
的日记，一般不能作为文献使用。文学性的日记不
是日记，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如丁玲《沙菲女士的
日记》秦瘐鹃《劫收日记》等。
日记的基本来源：凡有全集的作家学者，要注意
从全集中寻找其日记。因为许多作家和学者的日
记，并不以单行本行世，有时候会难以寻找。有单本
独立名称行世的日记，如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吴宓日记》（正编、续编共二十册，三联书店）。
片断的日记价值，低于完整的日记，使用日记，
以完整为基本原则。杨静远有一本《让庐日记》（武
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记录1941年到1945年，
恰好是她完整的大学生活记录，是了解那个时代的
青年知识分子的第一手材料。杨静远当时的邻居
和老师均为一时之选，所以这本书记的价值是很高
的。可惜只是一个选本，据说完整的日记有五六十
万字。对日记，我以为还是要完整出版。最好不要
删节，因为谁也说不准哪些材料对谁有用，可以印
证什么事实。有时候越是小事，反而越有意义。早
些年山西出版一个晚清秀才刘大鹏的日记就做了
节选，最后想用这本日记的人，还得设法再去图书
馆查。还有竺可桢日记，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
大册经过删节的日记，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够，最
后还得出版一个完整的。
日记是属于文献类的历史材料，主要阅读对象
是研究者，所以删节最要不得。为了避讳做一些手
脚也没有必要。像前年出版的宋云彬日记，作了删
节研究者也看得出来。
《让庐日记》，涉及当时武汉大学许多教授的生
活和思想，如朱光潜、周鲠生等自由知识分子，还有
当时的教学和学生的读书情况（特别是阅读西方文
学作品，书中详细记载了她当时读劳伦斯《儿子与
情人》的感受）。再比如张爱玲研究中有一个不大
不小的问题，就是当年她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
况。她本人的回忆，研究者如水晶、赵冈对这件事
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件事最后还是陈子善看到了
原始的《西风》杂志，经过考辨最后才还原了真相。
杨静远比张爱玲小两岁，当时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
者，常常给杂志投稿。她在1942年8月5、6日的日记
中记载了当时阅读《西风》杂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
时征文获奖的情况。虽然有个别笔误，但大体是准
确的。这个材料恰好可以对陈子善的张爱玲研究
做一个旁证。当时杨静远也参加了比赛，可惜落榜
了。她在日记中说：“看焕葆借给我的《西风》征文
集。这种文章完全是仿美派的，内容空洞，但文字
轻松，看起来很舒服，可供解闷。但也不见得写得
十分好，我相信我那篇落第的苦命小说比他们中间
的任何一篇不差。”（第79页）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
《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
很好，却不动人。”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文坛的风气
都很有帮助。
学人日记在学术史研究中的价值，是人们可以
从日记中看出他们的学术取向。这种学术取向最
直接地表现在日记作者对学者的评价上。我们看
鲁迅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浦江清日记、谭
其骧日记、竺可祯日记、朱自清日记、张元济日记，
看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
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
学人日记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日记是私人
化的文本，能较真实地反映作者对于学者的看法。
学人日记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者在
学术界的地位和他们的交往，同代学人对于同代学
人的评价相对较为客观，而这些评价是可以作为学
者定位参考的。比如今天人们对于钱锺书的评价，
要是与夏承焘他们那一辈人的评价比起来，就有很
大不同，哪种评价更接近真实情况，至少可以让研
究者多一个观察的维度，学人日记的重要性还在于
他的所有评价多是感性认识，是直觉，有细节的评
价比较纯粹的理性认识，有时更能看出一个学者的
价值。
中国老一辈学者，多数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这
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特点，学人日记的价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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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甚于传记，也远甚于学人自己的回忆录，这是没
有问题的。学人日记有两种，一是流水帐式的，一
是详细记事的。比较起来，这后一种更有价值。宋
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
三十年》，就是属于记事的，价值很高。
对学者的评价，日记很有私人信息。有时候学
术史上很推崇的一些大学者，在学人的日记里就别
有材料。不是说日记里的就对，而是说，日记里对
学者的说法，更有趣。比如宋云彬日记，他提到许
地山的名著《道教史》就说“夜读许地山编之《道教
史》上册，无甚创见。”
还有郭湛波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书，他的评价是
“读郭湛波之《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内容贫乏，叙
述失次，当时仅翻目录，以为此书可作写《章太炎评
传》参考之用，现在失望矣。”
还有说范文澜的。1949年7月宋云彬日记里说
“范文澜主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
改，权作高中本国史课本，交余作最后之校阅。范
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
⋯⋯范氏颇读古书，不致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
经范氏细心校阅也。”
还有对郭沫若的批评。1950年3月27日；“19日
《光明日报》副刊《学术》第二期载郭XX一文，述安
阳发掘发现殷代先王墓，以奴隶殉葬，有‘入周以
后，此风稍戢’之语。郭沫若读之大怒，撰一文驳
之，结论则谓郭XX不懂马列主义云云。《光明日
报》不将郭沫若文转与《学术》编者，而20日该报特
辟专栏刊载之。余今日致函《学术》编者叶丁易君，
谓‘论理，《光明日报》应将郭沫若文转与阁下，编入
《学术》，今竟特辟专栏刊载之，大抵见了‘郭沫若’
三个字，不敢怠慢，觉得非‘特载’一下不可也。郭
沫若先生火气亦太大，郭XX仅仅说了‘入周以后，
此风稍戢’，就被戴上一顶‘不懂马列主义’的大帽
子。学术讨论，须平心静气，此种学术专制作风实
在要不得也。”宋云彬还批评了侯外庐，说；“陶大镛
送来《新建设》第二期，内载所谓‘学术论文’，有侯
外庐之《魏晋玄学的社会意义——党性》一文，从题
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
名，俨然学者，真令人气破肚皮矣。”可惜这本日记
里有些地方是动过手脚的。
日记是较专业的出版物，我以为不但没有必要
删改，而最好是出版影印本。像胡适的日记，王世
杰的日记，台湾出的就是影印本。胡适日记是有许
多剪报的，这在排印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还有英文
方面的材料，排印本很难处理好。至于删除就更没
有必要了。看日记的以研究者为多，你就是再删
除，他们也能看出来。学人日记的系统出版，有可
能改变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学
术问题，有些可能还是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学人日
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他们对社会人生和
学术的一个重方式。其它国家的情况我不清楚，但
日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确有它独特的价值，许多
问题可以从学人的日记中得到解决。比如钱锺书
的为人和他的个性，后来人回忆很难说清楚。就是
他的朋友和家人，出于各自的情况，也有说不清楚
的地方，而这些方面，日记的价值就显示出来了，夏
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就可以解决些一些问题。
《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了大量学者之间的交
往，夏承焘同时代知名的学者，差不多都出现在他
的日记中，他对学者的评价比较客观，研究中国现
代学术史，这恐怕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天风阁
学词日记》中许多对钱锺书的看法。日记里有一处
说“钱锺书谓黄晦闻有顾诗笺讲义，似亦有韵字代
讳之说。”联系《石语》里，陈衍对黄晦闻的评价是
“才薄如纸”。这很能见出老辈文人的性格。夏承
焘看见钱锺书一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日记里
“纯是聪明人口吻。往年在上海见其人数面，记性
极强，好为议论，与冒考鲁并称二俊。”说到《谈艺
录》，认为“博览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
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
多此病。”“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把
夏承焘日记中的钱锺书和朱自清日记中的钱锺书
相比，再参照《吴宓日记》中对钱锺书的看法，对钱
锺书性格的理解就容易把握了。《吴宓日记》1934
年4月6日说“晚雨僧约饭，有张素痴、中书君、张季
康。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
30年代钱先生和郭绍虞有过论争。当时郭很不高
兴。日记里有“郭绍虞来访，给我看一篇他回答钱
锺书批评的短文，颇感情用事。我为之删去一些有
伤感情的词句。有一点值得注意，钱在选择批评的
例子时是抱有成见的，这些例子或多或少曲解了作
者的本意。”夏承焘对钱锺书的小说《猫》很有看法，
认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然杨绛的《怀旧》甚佳。”
传记的价值虽然也很重要，特别是在系统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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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日记没法和传记相比。我们不必用日记的价值
来否定传记和回忆录，最好是三者合理使用，不绝
对迷信任何一种。回忆录一般说来是靠不住的，这
样说，不是完全要否定传记和回忆录的价值。而是
说，这些东西因为人的局限性，可能会与真实的历
史有较大距离。当然日记在一些时候，可能也有这
样的问题，但相对说来要弱一点，可信度高一点。
同样的事，我们宁信日记不信回忆录。回忆录不完
全可信，是因为人的记忆容易出问题，更何况还有
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研究历史，回忆录至多只
可做为一般的材料来使用，在没有其它旁证的情况
下，是不能当真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坚持过去
的一个看法，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
不如第一手的档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时代学者和作家的日记
恐怕是首选材料，现代学人日记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数量多，时间跨度大，比如《胡适的日记》《鲁迅
日记》《周作人日记》《吴虞日记》《积微翁回忆录》
（杨树达）《静晤室日记》（金毓黻）《顾颉刚日记》《竺
可桢日记》《张元济日记》《郑孝胥日记》《翁同龠日记》
《艺风老人日记》《湘绮楼日记》《吴宓日记》《谭其骧日
记》等等，这些日记对于现代学术史的研究，特别是对
学者学术史地位的评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档案不能按时解密的情况下，日记的意义太
重要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自觉的日记意识。
就是说以后不论研究到什么问题，只要涉及到有关
人物和事件，都要想到看看这一时期相关学人和其
它人物的日记，这应当成为现在研究者的一个基本
素养，所谓自觉意识，还包括能在研究中把不同人
物日记加以比较的能力。一个是时代的比较，一个
是相关人物的比较。如果要了解上世纪40年代中
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光看胡适他们的
日记还不行，还要看与他们有来往的那些人物的日
记，比如《陈光甫日记》《王世杰日记》等。学人日记
有时候不光可以解决学术问题，对有些政治事件，
他们的日记也有帮助，像顾颉刚日记和邓之诚日
记，大体就能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的心态。除了学人的日记外，政治家的日记也非常
有价值，像《杨尚昆日记》对于了解“十七年文学”中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很有帮助。《杨尚昆日记》虽
然记录的只是1949到1965年期间，期中又缺了反右
时期的，就是这样，它对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
件多有涉及，虽然稍微简单一些，但细读还是可以
看出很多历史内容的。关于高饶事件、胡风集团、
合作化运动和民盟主要领导的关系，这本日记里都
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历史线索。
八、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基本方向
1、文学年鉴的使用：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如果能确定明确
的史料方向，我们的研究相对就比较容易展开。但
任何一个门学的史料，都不可能有完全具体的史料
方向，或者说，史料方向只能有一个大概的情况，不
可能穷尽所有的方向。史料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但
存在的史料，只有在某种观念和某种眼光的打量下
才能成为研究史料，没有被应用的史料，只能说是
前史料，它只存在，但在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时它
只是单纯的史料存在，所以在确定史料方向时，先
要具备研究的意识和眼光。虽然史料的完整方向
我们不可能确定，但对研究者来说，总有一个扩展
史料的大概方向，不然研究工作就很难进行。我们
在前面讲过的那许多方法，其实都带有扩展史料的
意识，不过没有明确说明史料的选择方向罢了。在
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方向上，意识到年鉴的作
用价值是很重要的。
中国的年鉴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宋史·艺
文志》中，就有“年鉴”一卷，可惜已经失传。年鉴，
是专指以全面、系统、准确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
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必工具书。年鉴的主要
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一年内全面、真实、系统的事实
资料，便于了解事物现状和研究发展趋势。年鉴主
要是由编纂单位根据选题计划组织众多作者撰写
的，少量内容来源于当年的政府公报、其他重要文
献和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在选材上，它要求系统
全面、客观正确以及浓缩精炼。在编纂结构上，要
求布局合理，基本框架稳定，其常设的栏目有：文献
(包括文件和法规)、概况、文选和文摘、大事记、论争
集要、统计资料、人物志、机构简介、附录等。
年鉴大体可分为综合性年鉴性和专业性年鉴
性两大类，前者如百科年鉴、统计年鉴等；后者如经
济年鉴、历史年鉴、文艺年鉴、出版年鉴等。1949年
前，中国曾陆续出版过一些综合性年鉴如《中国年
鉴》、《世界年鉴》、《申报年鉴》等。地方性年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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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年鉴》、《台湾年鉴》。专业性年鉴如《中国
经济年鉴》、《中国电影年鉴》等。
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除了从直接的的文
学书籍中发现文学史料外，还要注意从与文学没有
直接关系的书籍中发现史料，史料发现的趣味与史
料存在的书籍恰好成反比例，也就是说，发现史料
的书籍与史料所在的领域越远越好。在文学书籍
中发现文学的史料就不如在非文学书籍中的发现
有意思。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史料，可以说无处不
在，这一方面加大了发现史料的范围，但也给我们
确定史料的方向增加了难度。所以我们要留意1949
年前编辑的各类年鉴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年鉴属
于工具书，比较容易得到。二是年鉴中容易发现史
料线索，三是年鉴中发现的史料一般较少有人使
用，我们使用了，会提升研究的趣味和价值。除了
使用综合性的年鉴外，我们更要注意使用专业性的
年鉴，比如：杨晋豪编《中国文艺年鉴》（1934年）、杨
晋豪编《中国文艺年鉴》（1935年）、杨晋豪编《中国
文艺年鉴》（193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佚名编《中
国文艺年鉴》（1932年）、佚名编《中国文艺年鉴》
（1933年）（现代书局出版）等。
2、文学辞典的使用：
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是如何确立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作家的文学地位形
成过程中，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当时新文学辞
典的编纂工作。赵家璧当年在良友出版《中国新文
学大系》，这个工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极大，还
有阿英等人的史料工作，也是帮助确立中国现代文
学地位的重要贡献。一门学科的形成，有一个累积
的过程，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努力。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一个工作以往没有太为人重视，这就是中国现
代文学史研究中关于“新文学辞典”的编纂工作。
我们前面提到《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
种》，这可以看成是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成熟期出现
的“新文学辞典”。和这本辞典同时出版的还有《文
艺月旦》甲集、乙集。这两本由天主教徒编纂的中
国现代文学辞典，因为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
期，所以带有一定的总结性，它对作家作品的认识
和评价，虽然有西方宗教人士的眼光，但对于许多
作家文学史地位的确立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夏
志清的《中国小说史》，对确立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
起过重要作用。但夏志清何以会对沈从文这样看
重？我以为《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这本
辞典，对夏志清认识沈从文有决定作用，此点夏志
清自己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前言中，专门提到过此
书对他的帮助。夏志清对沈从文的认识和评价，除
了当时中国对沈从文不公正的评价外，很可能受到
了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书的王际真的
影响。沈从文早年通过徐志摩和王际真相识，后来
成了好朋友，沈从文书信集中他们的通信。这是沈
从文研究中一个需要注意的线索，它对深刻了解沈
从文文学史地位的确定是有帮助的。在这个过程
中，一本辞典起了关键作用。我留意过与中国现代
文学史相关的几本辞典，但不一定全面，希望以后
能展开关于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比如孙俍工编纂的
《中国新文学辞典》、胡仲持主编《文艺辞典》（华华
书店发行，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出版。）顾凤城主编
《新文艺辞典》（光华书局出版，1931年出版。）、顾凤
城编《中外文学家辞典》（乐华图书公司印行，1932
年出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已出版过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辞典的总数有多少，赵景深《文坛忆旧》中有
一篇专门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书目的文章，他也只
提到了顾凤城的辞典，我想大概此类辞典的总数不
会太多。但这种辞典对我们观察中国现代作家文
学史地位的确立，确实是一个好的角度，因为那时
辞典的编纂者，多数属于个人，没有特定的背景，他
们对作家地位的判断，相对客观一些。再就是因为
此类辞典多属于当时编纂，在史料的准确性方面也
相对可靠，比如善秉仁编纂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
一千五百种》，据孔另境的女儿孔海珠后来回忆，当
时编纂这本辞典的原始材料是健在作家本人提供
的，这也是一般当世编纂辞典的基本办法。
3、同学、职员录的使用：
“同学录”、“大学年刊”、“大学职员录”及“大
学一览”等史料，一般说来都属于实用和纪念性的
文史材料。所谓实用是指这些材料编纂的目的本
身不是为研究，而是为了招生、为了职员工作方便
一类具体目的而编纂的；所谓纪念是指大学生年级
毕业时编纂的以纪念为目的“级刊、年刊”类材料。
这些史料，多数是临时或者不定期编纂的，通常不
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材料，相对来说具有稀见性。
就史料本身来说，它属于校史材料的范围。我们为
什么要注意使用这些较为稀见的史料呢？因为中
谢 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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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有密切
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活动是依赖大学而存在
的，中国现代作家以大学教授和学生基本来源，这
个特点决定了上述相关史料中，大量保存了与中国
现代文学活动有关的史料，这个史料方向以往为人
注意的不是很够。在这种史料的第一类史料“同
学、职员录”中，比较容易、准确看出中国现代作家
生平中的一些经历，特别是年龄、学历、著述、籍贯
以及交往一类的情况，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
些早年看起来很随意的史料，会成为研究中国现代
作家生平的重要参考史料，类似于中国科举制度研
究中的“同年碑录、同年齿录、登科录”一类，对于统
计和分析中国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创作高峰、婚
姻状况等，都有帮助，另外这些史料也容易激发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的沟通，比如
中国现代作家与清华大学的关系，这一类研究题
目，使用上述史料最有说服力。
另外一种纪念性的学生年刊，其中除了具有学
生生平方面的史料外，一般还有他们早期的创作史
料、学科设置的情况、教授间的关系等等。此类史
料的系统使用，将能开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
并且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胡适当年给
房兆楹辑录的四种《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
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中华民国
五十一年四月，台北）写叙时曾说：“我的朋友房兆
楹和他的夫人杜联哲女士都是终身研究近代中国
史的学人，他们随时随地留心搜集史料，整理史料，
不光是为他们自己研究之用，往往还给无数学人添
置了做学问的工具。他们合作的《增校清朝进士题
名碑录，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一九四一年六月
出版）就是他们嘉惠全国学人的一部最有用的工具
书。今年房先生从美洲来到台北，他带来的一些文
件之中、有四种学生名录，他题作《《清末民初洋学
学生题名录初辑》，想在台北影印流通。他自己写了
一篇短序、指出这一类‘洋学’学生名录应该与科举
时代的登科录、乡会试同年录等书有同样的史料作
用。我很赞成房先生的看法，所以我愿意从几种名
录里指出三五个例子来说明这种资料的历史价值。”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包括：《日本
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京师大学堂录》《京师大学
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清华学校同学录》四种。
还有像《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燕京
大学一览》等一类的史料，其中有关于这个研究机
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多数涉及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中的人员关系。通讯录的好处是比较准确，因
为是当时编辑，差错相对较小。通讯录一般不可能
有太详细的介绍，但那时的文人学者多有字号别
名，照例都会列出，供职单位和家庭住址也是辞典
一类工具书很难列出的。通讯录中的籍贯较少出
错，因为通讯录的编著通常是以自己所填表格为原
始来源的。
另外像《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
一类的史料，对了解平津大学教授的经济情况也很
有帮助。此类史料的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大的，需要
强调的是的使用此类史料的时候，要尽里使用原刊
的，后来各大学新编校史中以此为原始材料编纂的
相关史料虽然使用方便，但因为是节录形式，所以
最好还是使用原刊的此类史料为好，比如《震旦大
学员生名册》（民国二十七年秋季）、罗家伦《中央大
学之最近四年》（民国二十五年）、《私立东吴大学文
理学院规程一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春季）、《北京
大学教职员名录》（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国立北京
大学三十六年度教职员录》（卅七年五月）、《国立北
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年）、《燕京大学生
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大厦大学一览》（1933年）、
《全国文化机关一览》（民国二十三年）等。
除了这些流传不广的同学录、职员录后，早期
出版的大型人物辞典自然也是需要注意的史料来
源，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时，
要有意识尽可能使用早期出版的人物辞典。比如
戚再玉编的《上海时人志》（民国三十六年，展望出
版社），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的WHO’s Who in
China《中国名人录》（Biographies of Chinese，上海
密勒氏评论报发行，1925年）。因田一龟《新中国分
省人物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贾逸
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
4、方志中的现代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来谈一
谈地方志中的文学史料问题呢？我想有两个方面
的考虑，一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早期
作家的生平时，常常要注意到他们的家族和地域。
一般说来，以往了解作家这些方面的情况，主要是
依靠作家自己的简历和自传，而因为作家写这些东
西的时候，往往较为随意，所以准确度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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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区域文化的特色是如何影响作家创作的，尤其
是作家创作时区域文化中一些独特的地方如何决
定了他们的风格。了解这些方面的情况，一个比较
便捷的方法，就是使用方志。
从方志中获取史料，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基本方
法。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方志学”的成熟，研究
明清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从方志中找史料的。但
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因为我们这门学科
的历史很短，而且明清以前的方志中很少有直接与
我们研究对象有关的史料，所以在这门学科中，从
方志中找史料，还不普遍。
方志这种系统记载一个区域内完整历史的方
法，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创，方志这种保存历
史的方式，是很高明的。史念海曾说过，地方志的
编纂启始于两汉，盛行于唐宋，到明清达到高峰。
现在全国地方志的数量约有8200多种，其中清代就
有5600种，约占70%。初期的方志，本来主要是记
叙地方上的地理和物产的，这基本是唐以前人们对
方志的认识。元明后，方志的形式有新变化，不仅
写物，更注意人事，就是记载地方上的历史和人物
传记。如果要给方志一个简单概念，它主要是指以
地方行政单位为基本范围，综合记载地理、历史的
书籍。方志的形式有多种，简单说，“一统志”是分
省记录全国的自然与社会情况，这是元代的说法，
明清沿用这个说法。方志是指一个地方的志书，
“一统志”是指全国各地方的志书，相当于“总志”。
“通志”是省一级的地方志。以下就是按各级行政
单位的志书，一般称为某志，如府志、州志等，最常
见的就是我们说的县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县级
以上单位的志书，多为官修，称为“某志”。有少数
私人修的，不能称为志，所以还有一些其它的名称，
如“识小录”、“备乘”、“小识”“志略”、“闻见录”“乡
土志”等。方志一般由五个部分组成：A、图：地图、
衙署图、名胜图。B、记：大事记。C、表：建置沿革、
职官、科举等表。D、志：营建、食贷、学校等志。E、
传：本地及与本地有关的人物传记。另外很多方志中
还收有文献目录、诗文和逸事，成为“艺文志、杂记”。
对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清以前的
方志可能很少有直接作用，但民国以来修成的新方
志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史料。民国以来新
修的方志，据统计现存约有1500种。还有就是上世
纪80年代以来新编纂的方志约有2000种，这些靠后
出现的方志中，一般会把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
本对象包括其中。
方志的使用，是比较专门的知识，对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史的人来说，先要有方志意识，特别是在
写作家传记和分析作家创作中的区域文化影响时，
一定要有意识从方志中找史料，特别是方志中的人
物传和艺文志，要多加留意。方志中出现的史料，
因为方志的编纂常由本地提供基本材料，参考价值
还是较高的，了解历史人物的规则是越靠近地方的
史料，真实程度越高，史源也越丰富。使用方志，要
先找相关的方志目录、索引，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是
朱士嘉上世纪30年代中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
此书50年代还增补过。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是方志使用方面最重要的工具书。还有一本
《中国新方志5000种书目提要（上海通志馆藏）》（上
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上海通志馆截止
2004年6月30日所征集收藏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
规模新修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
（区）三级志书。通过提要，勾勒出著录志书的基本
轮廓，展现出该书的基本框架。每个条目200余字，
由词目和释文两部分组成。词目包括志书的全称
或分志名全称，卷次，有助于读者了解新方志概貌
及学术研究。新修方志虽然的质量上可能会有一
些问题，特别是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可能不一定完全
作过辨伪工作，但注意这个史料方向对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史料的丰富是有好处的，比如杨义对凌淑华
的研究中，就较多使用了方志中的材料来判断凌淑
华的家世，很有说服力。
5、政协文史资料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能只注意文学史方面
的史料，所以在扩展史料时，也要留意其它方面的
史料方向。中国大陆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来源，
就是通常说的“政协文史资料”，说它特殊，主要指
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条件。1959年4月，当时的
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在一次招待60岁以上全
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周恩来指出，戊戌以来是
中国社会变动较大的时期，对这一段特殊时期，周
恩来给政协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征集文史资料。
因为编辑文史资料工作，本来就是政协独具特
色的一项工作，它不同于党史、国史和地方史，而是
通过统一战线和政协的渠道，征集和出版“亲历、亲
谢 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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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亲闻”的史料，提供别人不太重视或不大了解的
许多内容，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前人修史常因种
种顾虑，所以常常有意无意地隐匿一些琐碎，但却
是十分重要的情节，而仅仅记录了概要大略。政协
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周
恩来提出，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
各个角度完整地记载下来。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
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国家、社会的
贡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全国政协开始到各
地政协，都办起了一本名为“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
不定期出版物，这就是我们说的“政协文史资料”。
当时文史资料的主要撰写者，是各地的政协委
员，那时的政协委员，大多是中国各界名流、社会贤
达，他们当中既有军政界的名人，也有经济、文化、
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很多人在中国不同时
期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些人更
是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
他们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而写作的回文章，可
以匡正传统正史的缺失和谬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
貌。据统计，各地政协自从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以
来，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级政协文史工作部门
征集了40多亿字文史资料，编辑出版了20多亿字的
文史资料选辑和专题史料图书，内容包括政治、军
事、经济、科学、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
方面。在全国政协编撰的史料中，有三个系列最引
人注目：一是《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编辑出版
的《文史资料选辑》已达150辑，总字数超过2800万。
二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地方政协文
史部门合作，编辑出版了20卷本3000万字的《中华
文史资料文库》。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不但在中国获
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在外国也有重要的影响。美
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欧洲的著名大学的中国问
题研究所中，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是研究中国问题
的重要资料。
当年唐德刚评价在台湾办《传记文学》杂志的
刘绍唐时曾说刘是“以一人敌一国”，他所谓的“一
国”就是指的政协文史资料。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大
陆编辑的“政协文史资料”就相当于台湾的《传记文
学》，这个评价大体是恰当的。台湾出版的《传记文
学》，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要注意的一个史料来
源，特别是它后来编辑的《中华民国人物小传》和一
些相关的人物传记，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比较有用
的史料。
一般来说，县级以上的政协都编辑出版有文史
资料，行政级别越靠上越完善。省级以上的政协文
史资料都比较成系统具规模，但县级的文史资料，因
为靠近地方，有些情况为外人所不知，我们在研究时
也要给予注意，在使用资料方面，我们还是掌握一个
原则，靠近研究对象越近的史料，一般说来就越丰富
也比较可靠。全国各地文史资料的总量相当庞大，
但对研究者来说，有使用文史资料的意识，然后注意
相关的索引，就不难在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扩展
出去，研究有价值的史料。李永璞编《全国各级政协
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复
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
类索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文史资料选
辑合订本》(全46卷，附总目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年。）对我们使用政协文史资料有很大的便利。
特别是李永璞编的《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
引》，对于县级以下的政协文史资料有较为完整的收
录，可以成为查找相关史料的一个指南。政协文史资
料的内容，涉及相当广泛，其中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相关的史料，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因为它
较少涉及就放弃这个史料来源，特别在作家、文学社
团以及人物传记方面，这个史料来源是非常重要的。
6、拍卖图录中的现代文学史料：
近二十年来，随着文物和艺术品进入市场，各
类拍卖公司也不断出现。拍卖公司在拍卖工作进
行前，为了让更多买家提前了解将要拍卖的物品情
况，通常的做法是制作拍卖图录。一般都是印刷精
美的画册，是以图为主，加注说明文字后，印刷、装
订成册的没有刊号的书。拍卖图录并不简单地等
同于正式出版的精美图册，而是具有艺术性、知识
性和资料性的参考书。拍卖公司征集工作结束后，
就开始着手给拍品照相了。这是制作图录的第一
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摄影师通常由专业的摄影家
来担任。
我们为什么要注意拍卖图录？因为拍卖图录
中有史料线索。近年来，拍卖图录中不断出现中国
现代作家的书信、日记以及其它相关史料。我们注
意拍卖图录，不是一定要得到这些史料，而是获得
有关史料的信息，从而为以后扩展史料打下基础。
拍卖图录中的中国现代作家史料，一般都是以文物
形态出现的，在史料的定性方面，只要不是假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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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属于第一手史料，而且是在相关研究中不曾为人
使用过的史料，所以及时了解拍卖图录中的史料动
向，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需要建立的一个意
识，近年来拍卖图录中出现较多的是中国现代作家
的书信和著作初版签名本，也有相关的档案史料。
对于重要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书信，拍卖图录中一般
会影印原作并说明其来源，这样的信息对我们分析
作家的交往和写作情况，都有帮助。拍卖图录作为
史料来源，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史料信息，并不是说
凡做研究一定要从拍卖图录中获得史料，这只是一
个在理想意义上获得史料的渠道，如果在研究中能
建立这个意识，平常留心收集，常常会有新发现。
上海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
著》一书出版，其中关于祝枝山《艳体诗册》部分内
容也将被收入该文学史，这些史料就来自于曾在在
上海图书馆举办的“明清名人手稿展”。
不管何种类型的史料来源，都是我们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史时需要建立的史料意识，不一定都能做
到，但一定要先想到。
7、“影像”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时期，虽然影像的基本手
段已经出现（如摄影、电影、录音等），但使用并不普
遍，特别是电影、录音等手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原因是：在事实上我们很少能
得到此类史料。所以我们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
期间的影像史料主要要有这样几个方向，一是照
片，二是画报，三是绘画，四是文学作品的插图。
影像史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照片属于实物，一般不容易得到。照
片有两类情况，一是单独的作家个人照片，一是作
家朋友间的合照，还有就是作家群体间的集体照
片。这三类照片对于了解和分析作家的生平与创
作都有帮助，特别是后两类照片，更可以观察作家
的交往和比较重要的社会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越是重要的作家，存世的照片越多，比如鲁
迅、胡适这一类的作家，而一些不知名的作家的照
片却很难见到，所以对与中国现代作家活动有关的
照片，我们要特别留意。
一般说来，凡有全集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它
的照片来源主要依赖全集，或者说作家全集中的照
片基本就是作家完整的影像史料，在全集之外发现
作家照片，都是重要的文学史料。不过作为实物性
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像史料，在寻找方面是比较有
难度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重要的影像史
料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画报，一是报刊。就获得
史料的难易程度而言，从报刊上获得作家影像史料
的可能性更低，尤其是报纸，因为报纸的存量太大，
查阅难度更高，以当时的印刷水平观察，报纸中的
影像史料也相对较差。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
影像史料的来源，以当时出版的画报最为丰富，比
如《北洋画报》、《良友画报》等等。
《北洋画报》创刊于1926年７月，至抗日战争爆
发后停刊，出刊1587期，内容为时事新闻、社会时
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以照片为主，丰富多彩，
尤以刊载了大量的社会生活、众生百态的照片而引
人入胜。据资料记载，各类照片达两万余幅，其中
金石书画、考古等图片约六千余幅。它具有信息量
大、涉及面广的特点，成为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最
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对研究现代社会发展史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良友》画报1926年2月创刊。
1945年10月，《良友》停刊，20年间，以八开本刊行，
共出172期。《良友》共载彩图400余幅，照片达32000
余幅，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世界局势的动
荡不安、中国军政学商各界之风云人物、社会风貌、
文化艺术、戏剧电影、古迹名胜等等无不详尽记录，
可称为百科式大画报，80年代上海书店曾合订二十
六册影印出版。《良友画报》中有大量关于鲁迅、胡
适、老舍、巴金、丰子恺、郑伯奇、郁达夫、洪深等中
国现代作家的影像史料。马国亮的回忆录《良友忆
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三联书店，2002
年）出版，可以参阅。还有杨扬等人编辑《良友》选
本问世，分别是《良友散文》《良友随笔》《良友小说》
《良友人物》（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另外，
当时出版的《一四七画报》《三六九画报》等画报中，
也时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相关史料。其它如
当时画家为中国现代作家的画像、速写以及为文学
作品配的插图经及相关的画册等，也要加以留意。
8、“校史”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有很
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寻找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史料相关的史源时，要注意当时的“校史”资料。关
于校史，我想有两方面要注意，一是中学，一是大学。
大学的校史资料相对容易得到，也最为重要，中学的
校史资料较为难得，但也有注意收集。在中国现代
谢 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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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中，主体作家以受过完整学校教育的人为
主，特别是大学教育和校园文化中的史料，对这些作
家和文学活动的影响一般都发生重要影响。
1949年前的中国中学里，校园文化的主要方式
除了演剧活动外，主要方式是中学生的校刊和毕业
纪念册，后者我在前面讲过，主里主要说一下中学
生的校刊。前几年，专门研究张爱玲的专家都把目
光盯在了当年张爱玲上过的一个教会中学圣玛利
亚中学，这个中学有一本英文校刊《凤藻》，张爱玲
早年曾在上面发表过多篇文章，另外曹禺、穆旦等
作家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也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
注意过去中学校刊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比较容
易得到作家早年文学创作的史料和早年文学教育
的背景材料。还有一种史料来源是那个时代的中
学生毕业，时有在毕业纪念册上写文章留念的习惯，
所以我们在收集相关作家的史料时，同时也要留心
他们学校当时是否印刷过相关的出版物，如果有，
一定要注意查阅。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中国早年
中学校刊和纪念册的目录，所以这方面的史料很不
容易得到，这些校刊和纪念册都属于不定期的零散
出版物，以后最好能从和这些学校有渊源关系的学
校中去寻找相关线索。
大学的校史材料有两种情况。一是大学的校
刊，包括全校性的系列杂志，比如早年的《清华周
刊》《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清
华周刊》现在有电子出版，《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
学学生周刊》后来都出版过影印版，很容易见到。
当时中国大学主办的、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较大的期
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比较常见，如北京大学
学生主办的《新潮》、东南大学主办的《学衡》杂志，
这些校刊属于广义的校刊。我们这里提到的校刊，
更偏重于不常见的、学生出于爱好在社团活动中办
过的那些期刊，这些校刊重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
的记述，在研究相关作家生平和文学活动时，注意
这个类型的材料，容易扩展史料方向。在校史资料
的使用中，早期原始材料的发现和收集最为重要，
但当这些材料难以得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后来
学校编纂的校史和相关的校史资料。这些年来一
般有历史的大学都编纂过自己的校史，校史中最常
见到科系的设置、学生、教授名录和其它有关活动，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校史资料的有意使用，可
以扩展史料方向和发现新的研究角度。在校史资
料中，成型的校史使用虽然比较方便，但更要注意
使用校史编纂前编辑的成型的校史资料，比如《北
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清华大学
史料选编》（六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等。
这些成型的校史资料，多从原始档案中辑录出
来，在文献方面是最接近原料的一种史料。这方面
的史源很丰富，我们可以从《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
录索引（1893-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
书中，较为方便地扩展这方面的史料。这本书是一
本关于北京大学历史检索参考的工具书。本书收
录了自1898年至2003年间国内外发表和出版有关
北京大学历史的文献论著1万多条目；涉及国内外
各种报氏、学报、期刊、丛刊、文史资料、革命史资
料、地方史资料等约400余种。
9、“广告”及“会议纪念文集”的使用：
这里提到的广告，主要指报刊杂志上刊出的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关的图书、作家活动以及出版
相关的信息。因原始的广告实物很难见到，所以我
们注意从广告中寻找史料，主要是关注相关报纸期
刊和图书中的广告。注意广告的一个直接目的是
获取信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些作家的作
品是出了广告，而最终没有成书，或者成书后由于
其它原因并不没有广为发行。所以留心广告信息
的同时，还要注意用广告信息和原物对照，这方面
比较容易出错的是许多书目索引类专书，因为从广
告信息中编辑，有时候会给研究者带来不便。比如
李健吾的《咀华二集》初版本，印出来后，因为出版
社受到查封，所以并没有发行，而后来的二版与初
版间又收入了不同的几篇文章，其实已经是两个版
本。如果单从广告信息中，难以确定本书的真实情
况。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有时候时候广告书目要和书店的“营业书目”对照，
才有可能了解图书出版发行的真实情况。与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有关的文学类广告，本身也能构成研
究对象。比如可以选择一本出版周期较为稳定的
报纸或者期刊，从中选择文学广告作为研究对象，
可以从文学传播以及广告选择等信息中，观察中国
现代文学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同时文学广告本身
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社会影响确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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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从对广告的措辞、宣传的力度、推广的方式
等等现代传播关系中，可以解读文学信息和作家作
品对社会及公众产生影响的复杂情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有一类文献是“会议
纪念文集”。这一类文献，在1949年前比较零散，因
为那时中国现代文学中作家的主要活动是以自由
方式存在，除了以政府和学术社团出面组织的专业
学术会议，一般会留有完整的“会议纪念集”类的文
献外，其它情况下此类文献并不常见，常见的倒是
一些作家去世后编辑的纪念文集，最有名的如《鲁
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初版，1979年上海书店再
版）。关于人物的纪念集较多，关于会议的纪念集
较少。1949年前的作家及会议纪念集较少，1949年
后的作家及会议纪念集常见，在使用时，最好能两
种共同使用。《鲁迅先生纪念集》由鲁迅先生纪念
委员会编辑，分自传、年谱、译著书目、逝世经过略
记、逝世消息摘要、、悼文、函电、挽联辞、通讯、附
录、后记等。是了解作家生平和事迹的主要史料。
此类文献在1949年后出现的比较普遍，因为这
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以政府行政的方式为主导，在重
要会议之后，都会以完整收集史料的方式把相关内
容以“会议纪念集的形式”印刷出版，此类文献也是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在
历史转型时期，此类文献中包含的相关信息非常丰
富。此类文献的长处是系统和完整，一般还会有相
关的图片资料和活动日程。在分析中国现代作家
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经历以及后来文学活动中的地
位，此类文献是一种重要参考史料。此类文献一般
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央一级重要会议的纪念文集，
一是地方文学会议纪念文集，因为行政级别的差
别，中国现代作家在中央和地方的情况也有不同，
所以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时，最好能把这两
类会议的纪念集对比使用，从中看出文学活动的细
处，因为会议纪念集在史料的准确性方面方面较为
可靠。下面是几种会议纪念集的目录：《中华全国
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发
行，1950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
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1953年）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1960年）《北京文学
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大众书店印行，
1951年）《全国文学作品目录调查（1949——1953）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资料室编，1953年）
了解1949年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注意组织
和机构编纂的材料是重要的史料方向。
九、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版本”与“书话”
1、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版本”：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没有版本问题？答案是肯
定的。但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却因人而宜。现在研
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大部分在理论上承认现代文
学有版本问题，但真正对版本问题重视的并不多，
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从来不涉及史料，
更不要说版本这样专业的问题了。在专门研究中
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中，我感觉，他们对版本并
不很看重。看重版本的，是一些专门从事史料研究
和专门写作“书话”的作者。在中国传统学问中，版
本之学，是学问的基础，不懂版本之学，很难在学问
上达到精深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学问依赖
的文献久远和文献状况复杂所造成的。而中国现
代文学因时代近，版本问题虽然存在，但并没有重
要到非先治版本之学再来研究的地步，这是因为中
国现代文学的载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现代
文学是依赖现代印刷存在的，它的具体形式在手稿
之外，就是报纸、期刊和印刷完整的单行本。这与
中国旧学中的版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中国旧学中的版本问题所以复杂，除了时代久
远导致的版本变化繁杂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印
刷手段。中国古籍的主要载体是雕版印刷，在这种
印刷形式出现之前，中国古代文献的存在形式更为
复杂，如那些以竹片、木版、缣帛等形式存在的文
献。所以我们要清楚，严格意义上的版本，只是对
古籍而言，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有重要的版
本，但并不等于有版本之学。
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版本问题，首
先体现在它的形式方面，比如装帧、设计，其次才是
它的内容。这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版本问题
不重要，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以现代印刷物为
基本存在前提决定的，现代印刷的主要特点一是量
大，二是类同，除了极特殊情况外，中国现代文学中
重要作品的存在形式本身并不复杂，相对容易说清
楚。另外中国现代文学是白话文学，不同版本在文
献方面的错讹处时有存在（特别是在初版与再版之
谢 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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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及与原发报刊间的差异），但一般很少发生理
解方面的歧义，这是它与中国古籍的最大区别。我
愿意在史料意义上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问题，
也就是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我们要注意使
用原始文献，在这个意义之外，如果不是专门从事
中国现代文学的校勘和考证一类史料工作，有版本
意识即可，不必为了强调版本的重要性，而把中国
现代文学中的版本问题提升到和中国古籍一样的
高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版本有这样几种情况：A、
手稿。中国古书中有稿本、抄本的分类，那是在印
刷手段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特有现象，在古籍收
藏中，一般的说法，此类文献都在善本的概念中。
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手稿的概念并不普及，因为
除了极重要的作家外，一般我们很难再看到他们作
品的手稿。现在常见的是鲁迅作品的手稿、巴金作
品的手稿、老舍作品的手稿等。手稿作为版本的一
个重要问题，主要是与后来印本的差异，也就是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般说来，手稿不是一个
孤立的存在，它的重要性依赖与印本的关系，所以
从对勘比较中发现二者间的差异，是手稿研究的主
要方法，从中可以观察作家修改、删节和最后定本
间的不同，在细微处发现作家创作活动的复杂性和
出版制度的宽严问题。最好的例子是鲁迅《两地
书》的手稿本与印本间的修改，王德厚的《〈两地书〉
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正《鲁迅手稿
管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最能说明这个问
题。周立民《〈寒夜〉的修改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
问题》（陈思和 李存光主编《一粒麦子落地——巴
金研究集刊之二》，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也值得
一读。孤立的手稿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较少
见，因为孤立的手稿本身很难发现。
B、线装本。线装本是中国古籍最为常见的形
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此类形式并不多见。
严格意义上的线装书，除了指装订形式外，还包括刻
印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线装本来说，并不严
格，主要看装订形式。鲁迅早年的《会稽郡故书杂
集》和他出资刻印的《百喻经》，都是与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有关的文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线装本
较多存在的是一些早期翻译作品集和诗集。如林纾
译的《巴黎茶华女遗事》，叶道胜译的《托氏宗教小
说》（参阅姜德明《新文学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刘半农的《杨鞭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
王统照的《题石集》，沈尹默的《秋明集》，刘大白的
《白屋遗诗》，俞平伯的《忆》《燕知草》，于赓虞的《晨
曦之前》，林庚的《冬眠曲及其它》，白宁的《夜夜集》，
卞之琳的《音尘集》，腾固的《迷宫》，林语堂的《大荒
集》等。（参阅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
学院出版社，1986年）。姜德明《书摊梦寻》（北京燕
山出版社，1996年）。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线装本，它的主要意义可能
还是在形式本身，从中可以感觉新文人对旧形式的
某些怀恋。
C、铅印本。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存
在形式，它的印刷手段虽然有区别，比如石印、胶
印、珂罗版、复印等等，但除非专门研究，不必分得
这样细。用铅印本的说法大体可以概括中国现代
文学作品的基本存在形式。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版本问题，强调两
全特点：一是版本本身有研究的价值，但在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中，我们最好还是从史料的意义让理解
版本。我们注意版本，主要是面对原始文献激发我
们的学术灵感，从中获得史料来源进而扩大史料方
向。二是意识到不同版本的差异，在比较研究中发
现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出版制度间的关系，也就
是说，版本是小问题，但我们要从这个“小”中见出
大来，如果不能从版本的“小”中见大，我们研究版
本的意义就体现不出来。
2、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书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贡献最大的是专
门写书话的一些作家。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的研究是由书话作家为主力的。书话这种形式，现
在一般都认为是散文形式中一个变种，这可能有它
的道理，但我们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角度观
察，首先不是从散文的意义上来理解书话，而是从史
料来源意义上关注书话，我们不看重书话的形式，我
们要的是书话中的史料或者书话中提示的史料方向。
关于书话的形式，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说
法。我愿意把它定义为：面对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有关的原始文献，直接解说文献并强调文献本身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联系的文体。也就是说，凡书话
必以文献价值为上，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书话的对
象必以原始文献为第一目标，二是解说必能与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发生联系，它的题材限定在中国现代
文学范围内，与此无关的不算书话，如果扩大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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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会失去它的独立意义。广义的书话，可能包括
一切与书有关的的文类，但我讲的书话是狭义的书
话，只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关才算。一般认为，
唐弢是最早对书话这种形式有自觉意识并努力实
践的作者，虽然最早有一些作家写了类似的文章，
但他们没有唐弢的自觉意识，所以书话这种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的独特形式，是唐弢开创的。书话这个
名称，可能是由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曲话”
演化而来的。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
浪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梁启超的《饮冰室诗
话》。词话、曲话又在诗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如李
渔的《李笠翁曲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近代王
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都非常有名。
唐弢的书话，大约从1945年开始，陆续发表在
《万象》、《文汇报》的副刊、《文艺复兴》、《文讯》、《时
与文》等报刊上。1962年，唐弢将书话结集成书，题
名为《书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0年三联书店
新版，名为《晦庵书话》。
书话作家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群体的重
要成员，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是独立
的，以往对这些研究者的评价较低，其实是忽视了
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可以设想，如果
没有这些书话作家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生
态会非常单一。书话作家的贡献在何处呢？第一
在史料积累，第二在学风扑实，第三在见识丰富，第
四在趣味高雅。书话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
史料贡献，有目共睹。从唐弢以后，凡书话作家写
作必是直接见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始文献，更多时
候这些原始文献属于作家自己的收藏，这个特点决
定了书话作家研究的基本风格，他们的书话本身就
是对原始文献的直接记述，在史料来源方面非常可
靠。书话作家多有收藏习惯，所见中国现代文学的
史料具有丰富性和直接性，这种直接观察原始文献
的习惯，决定了书话文体的基本风格，所以凡书话中
涉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版本、考证、辨析、争
论等问题，决不悬空泛论，而有其坚实的史料基础。
从阿英、郑振铎、唐弢、黄裳、姜德明、胡从经到
朱金顺、陈子善、倪墨炎、龚明德、陈学勇、钦鸿等主
要书话的写作者中，可以完整清理出一条中国现代
文学史料的基本来源方向。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
文学社团，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型丛刊、丛
书还是小报、广告以及其它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
史料方向，在他们的书话写作中，都有体现。这些
书话作家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真正熟悉，而且确有
见识，特别是对一些细节问题，一经他们提出和考
证，往往成为不刊之论。这些不同的书话作家，在
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情况时，每一个人都
有各自的专门研究对象和兴趣关注点，比如陈子善
对张爱玲、郁达夫，龚明德对章衣萍，陈学勇对林徵
因等。因为长期保持对某一作家群体的关注，所以
在扩展史料方面，书话作家的文章具有极丰富的信
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以后要自觉从这一类
文章中吸取营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史料方向。
书话写作，以发现新史料为基本前提。因书话
作者眼界开阔，对史料的判断常有独到之处，所以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格局中，许多宏观研究的
直接灵感来源于书话，比如关于张爱玲等沦陷区女
作家的研究，关于周作人的研究、关于胡适的研究
等等，早期书话作家的评价较为客观，因为论从史
出，所以多年后再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部分高
头讲章式的书都已为人遗忘，但几乎所有的书话文
集都成为收藏界看好的藏品，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的价值而言，书话的寿命是长久的。书话作家的特
点往往是能在小问题上深入，他们发现的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中的多是真问题，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书话作家是以实物发现
和史料对比为基本研究方式的群体，他们的每一项
工作都可以称之为是文学考古。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中的书话写作，可能是比较稳定保留中国传统学
术中“札记体”精神的，它的长久生命力也体现在这
一点上。西式论文方式普及后，不要说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札记体”写作也
很少见，倒是因为书话写作暗合了中国传统学术的
叙述体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为重要的现代
学术传统了。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书话写作的意义，
对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风有好处。
书话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已自成系统，
它主要由学院和业余两部分人组成。学院以胡从
经、朱金顺、陈子善、龚明德等为代表，他们本身就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不过研究更注重
实证。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业余的专业书话作者
（主要指不在学院者，其实他们当中的人相当专业）
如倪墨炎、谢其章、赵国忠等，这两部分人以学院作
者为主，共同构成了书话写作的主要群体。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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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从兴趣出发，以趣味为上，较少功利色彩，
所以研究成果比较扎实。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空疏的论文常见，而空洞的书话没有。书话写作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贡献是：它以趣味为
上的研究方式，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活力很旺
盛。一门学科的过于专业化，很容易丧失其活力。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专业化程度还在逐渐提高中，但
因为这门学科对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它充满魅
力。在这门学科的边缘，始终有众多的爱好者，他
们多数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文献和作家为
兴趣的业余研究者，以书话方式参预中国现代文学
的学术活动，虽然他们的文章多是形制短小的篇
什，但因为热情和收藏并重，他们的所有研究构成
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研究的必要补充，在史料的
获得和扩展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是由书话作
者构成的。
十、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应用的道德
1、史料的首发权：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使用方面会涉及一些道德
问题，史料使用的道德问题，是学术规范中的基本
学术道德，我们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在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中，史料研究的地位不高，但许多重要的
学术研究却是依赖史料发现才发生变化的。我想
谈一下史料的首发权问题。
史料的首发权，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说法，主要
指第一个发现史料的人，这里的发现包括两个意
思，一是指出史料的出处并在相关文献中最早使用
了该史料；二是指最早公开某项史料的运用范围，
并强调了其重要性。强调史料的首发权，主要是为
了尊重史料发现者的贡献，在这方面，发现史料的
意义虽然不能和科学发现相比，但在基本的意义
上，二者有相似的地方。史料的发现也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完全的新发现，比如发现了作家的私人
书信、日记以及其它对于解释历史有说服力的材
料，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发现者的工作，都应当视为
是重要的学术贡献。这种完整史料的发现，在学术
研究中时有所见，它的特点是独立、新奇和偶然性，
是可遇不可求一类的事。还有一种是在现有成型
文献或者一般为人熟悉的文献中，把相关史料给予
新解或者解读出新的史料意义与方向的工作，这种
史料工作相对前一种工作有一定难度。马克·布
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1992年）一书中，把史料分为“有意”的史料和
“无意”的史料。所谓“有意”的史料是指成文的历
史著述、公开的报道或者回忆录一类，“无意”的史
料是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日记及各
种实物。“有意”的史料易见，“无意”的史料难得；
“有意”的史料容易判断，“无意”的史料需要理论和
观念才能识别。
研究者看到别人使用了“无意”史料中的私人
书信、日记或者其它史料，但在自己的研究中，并不
明确说明自己史料的来源，而是直接隔过发现“无
意”史料的工作，到原始史料中直接引用，好象这些
史料的学术意义是自己首次发现。这都是不合学
术规则的。在这方面，我个人以为主要靠良心和道
德，外在的纪律和规则很难约束。比如你明明是看
到别人在文章引述了一则日记中的材料，这则材料
对你想要表达的思想或者其它学术有帮助，但你不
说明是从别人文章中看到并获得了史料方向，而是
直接找一本原书，把那条已有明确史料方向和意义
的日记摘出来，而不加以说明。这样的情况，外行
很难看出来，内行又不好明说。所以只能依靠学术
良心和学术道德。古人论学早就讲过“当明引不当
暗袭”的问题。“明引”是规则，“暗袭”是缺德，但要
发现“暗袭”还不难，但要明确说明“暗袭”并不容
易，在“暗袭”问题上，“暗袭”者有比较开阔的辩解
余地，学术上的事不像法律上的事，确实有只能意
会不能明说的现象。做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和做一
个诚实的人是一样的道理。美国查尔斯·李普森
提出的学术研究的三个诚实原则，我们应当遵守：
A、当你声称自己做了某项工作时，你确实是做了。
B、当你依赖了别人的工作，你要引注它。你用他们
的话时，一定要公开而精确地加以引注，引用的时
候，也必须公开而精确。C、当你要介绍研究资料
时，你应该公开而真实地介绍它们。无论是对于研
究所涉及的数据、文献，还是别的学者的著作，都应
该如此。（查尔斯·李普森著、郜元宝、李小杰译
《诚实做学问——从大一到教授》，华东师大出版
社，2006年）
2、史料来源的公开性：
研究学术的人，一般都有自己获得史料的独特
方法。除了常规的学术方法外，史料来源确实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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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渠道。第一是由于学者所处位置不同，获得史
料的渠道并不平等，最常见的现象是中国的档案不
是依法律可以自由查看的。如果不自由对所有学
者是一样的还可以理解，但事实并不如此。有些学
者，因为职务和所处位置特殊，他们常常可以因身
份和地位，以特殊方式获得史料，在这方面，中共党
史研究表现最明显。因为在使用史料方面具有不
平等性，所以对于那些依赖特殊史料条件获得的学
术研究，我们在评价时也要考虑史料获得的渠道这
个原因。也就是说，由于学者所处史料地位不平
等，他们获得学术成果有依赖性，如果史料条件不
平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自然也会有很大差异。一般
说来，一项学术成果如果在史料来源上有特殊性，
那么它的学术成果获得也就有特殊性。西方学术
研究，史料来源，基本已没有特权，但在中国的许多
学术研究中，这种现象还时有存在，特别是一些与
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初步解
释为史料来源的政治约束。第二是，在这种约束
外，还有经济上的约束。也就是说，有些史料的来
源和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条件，比如域
外史料的获得或者史料出处明确，但因经济条件不
能方便使用的情况。不过与政治约束相比，经济条
件约束史料的情况，对所有学者在权利方面还是平
等的。第三是研究者对史料来源的自我封闭和保
密。这种情况相对复杂一些。对学者来说，发现新
史料后在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公开前，不愿意先行
公布史料来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在学术道德的
范围内，因为学术研究毕竟是个人的创造知识活
动，相当程度上具有专属性。但这里也要区别，史
料来源、史料方向和最终的史料结果，还有不同。
研究者可以对自己获得的史料结果有专属权，也就
是前面说的首发权，但对于史料来源、史料方向、史
料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的突破性影响等，却不应当
保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史料来源的公开性。我
还要强调一点，在史料的公开性方面，对于学术研
究主要依赖的基础性史料，一定要详细说明来源及
获得方式，如果是利用了特殊身份获得史料更应当
及时说详细说明史料来源，这是史料公开性的基本
前提，也是学术道德的题中应有之意。
史料的公开性，在学术研究中是必须注意的一
个问题。史料对研究有决定作用，但真正考验学术
水平的还不光是史料。总的来说，完全依赖个人寻
访和读书获得的新史料，学者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
公布形式，但依赖特殊身份或者国家机关给定的客
观条件获得史料来源或者史料的情况，至少对学者
来说，应当及时公布给同行。史料的公开性有关学
术研究权利的平等性，也有关学术道德的纯洁性，
这个问题和前一问题相关。史料的共享是学术研
究的基本规则，史料共享的原则是：A、及时公开史
料来源。B、具体说明史料获得方式。C、史料来源
的准确完整。
结 论
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有相当长的时
间，但它的史料学基础一直没有完善起来，这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这门学科的专业性，而事实上这门学科
的丰富性和相对稳定性已具备了建立史料学的基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为了强调这门学科
的专业性，应当树立先有史料基础，后有文学史观
念的意识，先建立史料理论和史料方法，再来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教学模式，而不是单纯以文学
史为中心，就文学史教文学史。
在目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体系中，本科中国
现代文学基础课程中，一般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的教学安排，虽然在教学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相关
史料问题，但史料的独立地位还不高。作为学科建
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自觉意识到依靠史料
基础来提升自己学科的学术地位，应当把中国现代
文学史料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方向确
定下来，在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中，强调它的重要性
和体系性，不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地位就建
立不起来。学科地位不能提升的直接后果是本学
科的学术人员，最终会以放弃学科的教学理想，转
而从事其它学科的研究为结果，而学术研究者自身
的学术追求也会与原来设定的教学目标越来越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完整史料基础上的一
门专业学科，虽然与通常的历史研究有所区别，但
基本方向大体相同，所以史料基础的强弱直接关系
学科的存在问题，不可不给予特别注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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